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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表型在神经外科的应用进展

杨沛轩* 白璐* 梁丰*○☆

【摘要】 数字表型（digital phenotyping）是一种通过收集个人数字设备的数据来跟踪个人行为模式并进行实时

量化的技术。在神经外科领域，数字表型通过收集患者的步数、活动距离和 GPS 等反映患者活动功能的客观数据，

评估其康复情况。该技术有高频次、客观的数据采集优势，还具备个性化、经济性等优点，但同时也面临着伦理、隐

私和数据处理等挑战。未来数字表型需在完善伦理框架的同时，深化多病种研究并开发动态干预模型，以推动神

经外科精准医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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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phenotyping is increasingly used in the medical field as a moment-by-moment quantification of 
individual human phenotypes using data from personal digital devices, such as smartphones and wearable sensors. Using 
this technology to obtain various kinds of data in patients’ daily life for analysis can better predict the outcome of surgical 
patients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In neurosurgery, digital phenotyping primarily focuses on monitoring 
postoperative outcomes in spinal surgery patients. Most studies employ objective data such as step counts, activity 
distances, and GPS trajectories to reflect functional mobility changes and assess rehabilitation progress. This technology 
demonstrates advantages including high-frequency objective data collection, personalization, and cost-effectiveness, yet 
faces challenges related to ethics, privacy and data processing.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henotyping requires refining 
ethical frameworks while advancing multi-disease research and developing dynamic intervention models to promote 
precision medicine in neuro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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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表型（digital phenotyping）是一种新兴的移动医疗

技术，利用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收集患者的多种数据流，

帮助医生持续访问和分析患者日常生活数据，制定治疗策

略，评估治疗效果[1]。数字表型最早应用于心理健康领域，

医生通过收集患者自我评估的情绪、每日步数、通话时长、

短信频率等数据，管理各类精神疾病[2-6]，近年来在神经外科

中应用逐渐普及。本文旨在概述数字表型在神经外科的应

用，分析其在围手术期管理中的潜力与局限性。

1 数字表型的基本概念

1.1  数字表型的定义 数字表型是一种利用个人数字设备

（如智能手机和可穿戴传感器等）的数据来跟踪个人行为模

式并进行实时量化的方法，这些数据包括患者活动水平、交

流习惯和其他可能与其健康相关的行为。数字表型旨在动

态分析这些数据以实现加强对患者健康的监测、改善临床

决策和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手术结果

等目标[7-8]。其中，“个人数字设备”强调了该方法收集和分

析的数据的个体化，“实时量化”则突出了数据的连续性。

数字表型利用个人数字设备生成主动数据和被动数据

两类数据流。主动数据包括患者使用智能手机完成的调查

或录制的录音等提供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信息。被动数据主

要包括传感器数据（如加速仪和陀螺仪）和使用日志（如通

信日志或屏幕使用时间），由手机自动收集，无须患者输入。

主动数据和被动数据都可用于开发监测患者的行为和功能

状态的工具，评估手术或其他医疗干预后的生活质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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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9]。被动数据兼有无感化、客观性、高频监测等优点，在目

前的临床使用中更具发展前景。

1.2  技术载体 数字表型的技术载体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

分。硬件上，主要有智能手机和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使

用更为普及，便于无感化监测，是目前大多数研究的选择，

可 以 通 过 其 内 置 传 感 器 采 集 身 体 活 动 、全 球 定 位 系 统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定位、步态和加速度测量等

客观指标[10-16]。此外，在慢速行走这类更符合日常活动或术

后活动能力下降的场景中，智能手机在记录步态等数据方

面比可穿戴设备有效性更高[17]。

可穿戴设备的优势在于，在测量运动步数之余还可直

接测量活动距离，相较于手机通过 GPS 推算活动量，精度更

高[18]。此外，可穿戴设备还可监测心率、血压、呼吸频率和

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19]，计算患者热量消耗以提供运动

强度评估，实现监测维度拓展，使得评估更加全面[20]。

软件上，常用软件包括 Bewei、QS Access 和 6WT 等，功

能侧重各有不同[21]。Bewei 应用可以结合手机传感器数据

及患者的调查数据，定量评估患者整个治疗过程的活动趋

势[22]。QS Access 通过导出 Apple Health 的数据，可提供每日

移动距离、爬楼梯次数和步数的情况，并管理 Oswestry 残疾

指数、患者报告的疼痛评分等问卷[10]。6WT 则采用 6 min 步

行距离测试来识别居家环境下的客观功能障碍[15]。

1.3  数字表型的评估 数字表型可以采用患者报告结局指

标（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ments， PROMs）进行评

估[10-11， 13， 23-27]。PROMs 通过问卷形式收集患者对其身体、情

感和社会健康的看法，是患者对自身情况基于提问的主观

反馈[28-29]。通过验证其与 PROMs 的一致性，可以评估数字

表型是否能准确反映相关疾病的临床结局。

2 数字表型在神经外科中应用的现状

2.1  脊髓脊柱方向 在神经外科领域，数字表型的应用多数

集中在脊髓脊柱外科[10， 12-13， 18， 30]。其中，绝大部分的研究主

要聚焦数字表型在椎板切除或融合减压术患者预后监测和

评估中的应用，重点关注活动功能恢复和疼痛缓解等指标。

COTE 等[13]首次报告了该技术的应用，通过 Beiwe 程序收集

105 例脊柱术后患者的 GPS 数据及疼痛自评信息，证实疼痛

强度与活动能力呈负相关；类似地，另一项研究纳入 31 例椎

板切除或融合减压手术患者，经移动应用程序 QS Access 监

测，发现术后活动趋势与反映疼痛情况的 PROMs 显著相

关[10]；时空特征分析进一步揭示，相比于空间距离指标，时

间特征在描述患者的体能状态方面更有优势[12]。

MUALEM 等[31]回顾 49 篇关于可穿戴设备在神经外科

患者中使用情况的文章，发现相关研究集中在脊柱手术领

域（63%），多数为观察性研究。95% 的研究支持远程医疗

整合以降低门诊随访负担，其核心监测指标包括体力活动

（如步数、行走距离）及运动障碍量化，通过提供客观数据

（步态、活动水平等）减少主观偏倚风险。

2.2  功能神经外科方向 除了脊髓脊柱相关疾病，数字表型

的研究集中于帕金森病、特发性震颤等神经功能病变上。

22 例接受深部脑刺激手术的帕金森病患者完成了虚拟就诊

和远程评估，获得了更好的术后保健[32]；特发性震颤患者在

居家环境中使用手机应用程序 Lift Pulse，其测量的震颤严

重程度结果与临床金标准 Fahn-Tolosa-Marin 震颤评定量

表评估的结果高度一致[33]。集成 3D 加速度传感器的压力

鞋垫通过收集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数据以监测冰冻步态，

与临床医生在视频中标记的步态作对比，成功检测了 90%
的发作症状[34]。这些研究均提示了数字表型在监测术后神

经功能恢复方面的价值。

2.3  脑肿瘤方向 在肿瘤疾病方面，一项最新的研究评估了

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手机中记录的围手术期活动情况，发现

数字表型有助于量化患者的行为和康复水平，并帮助患者

将负担降至最低[22]。

2.4  脑血管病方向 数字表型在脑血管的应用同样相对较

少。现有研究显示，颈动脉内膜切除术后患者使用三轴加

速度计测量步频、步幅等客观数据，可以有效检测步态的改

善，有望结合脑血流或代谢变化进一步评估预后[35]。但该

研究中的监测环境位于医疗场景，其反映的步态改善可能

与真实日常生活存在偏差，因此，未来需通过可穿戴设备在

自然生活场景中进行监测以构建更有效的客观评估体系。

3 数字表型用于神经外科的优点

3.1  高频客观的数据采集优势 通过智能设备，数字表型较

传统临床评估具有四大优势[36]：①高频监测，通过手机/可穿

戴设备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突破传统随访的时间间隔限

制；②客观性，传感器自动化、标准化采集规避患者主观报

告偏差；③真实性，基于日常生活场景的数据更真实反映患

者行为模式；④数据规模，长期连续监测可积累海量数据，

为表型特征提供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精度。

3.2  个性化与精准干预 数字表型的另一价值在于构建高

度个体化的健康数字模型：通过对比实时数据与个人基线

水平，自动识别偏离阈值的异常信号[37]。该模型支持两种

精准干预模式：① 预测性监护，例如，基于可穿戴设备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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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监测可量化脊柱术后康复动力学特征[18]；② 动态适应性

干预，根据实时数据调整康复方案，例如帕金森病患者冻结

步态发作时触发震动提示[34]。研究证实，接受移动医疗与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改善、疼痛评分降低、残疾减少和自我

康复率较高等趋势呈一致的关联，这表明仅数据可视化反

馈本身即具有干预价值[38]，这种“观察者效应”揭示了数字

表型对神经可塑性的潜在调控机制。

3.3  实惠、便捷 与昂贵、高度监管的医疗级设备不同，基于

智能手机的数字表型更具有应用便利性[39]。随着智能手机

的普及，研究者借此收集数据可规避额外的设备投入，其配

套软件部署成本较低。而患者端电子调查操作简单快捷且

回复率更高。同时，相比于侵入性检查，数字表型的无创特

点对术后恢复干扰较小，更易被接受[13]。

3.4  方法创新 此外，现有客观数据可通过创新应用释放新

价值。例如，脊柱术后患者手机 GPS 数据与活动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恢复息息相关[13]，而另一项研究也观察到 GPS 功

能 可 以 准 确 地 描 述 脊 柱 疾 病 患 者 在 围 手 术 期 的 活 动 趋

势[12]。然而后者进一步构建了评估活动情况的时空维度指

标如“回转半径”、“访问的位置数”和“重要地点停留时间占

比”等，最终发现 GPS 数据在空间和时间角度上的差异性。

这类创新性运用凸显了数字表型在数据处理环节的深层潜

能潜力。

4 数字表型的局限和挑战

4.1  伦理问题 应用数字表型涉及以下伦理问题[40]：①知情

同意困难。技术的进步使得如何确保公众真正理解并同意

使用他们的数据变得具有挑战性，尤其在动态监测方面，大

多数患者在初始同意后往往未调整权限。②隐私暴露风

险。如前所述，GPS 数据固然可以反映患者活动情况，但存

在泄露患者居住住址、活动行踪等隐患。③技术公平性。

例如，部分老年人及低收入人群的手机覆盖率低，导致其无

法参与数字公共卫生监测。④所有权争议。尽管已有部分

方案，但就如何解决被动数据存储和所有权问题目前尚未

达成共识。

4.2  技术挑战 数字表型的应用主要面临两方面技术挑

战[41]：①数据收集。主动数据的收集依赖患者的积极参与，

但往往给患者造成负担导致依从性下降，而被动数据需要

克服大数据储存压力、数据准确性和设备续航等问题。此

外，部分采集方式（如基于键盘的交互监测）可能干扰用户

体验，对最终的结果分析造成影响。②数据分析。例如人

们携带手机的方式不同、使用习惯各异，加之存在夜间关机

等情况，会增加手机数据分析的复杂性。同时还要考虑到

采样周期差异导致的数据丢失。Beiwe 平台对传感器进行

1 min 采样，然后关闭 9 min，采样率为 10%，如果忽略这部分

缺失数据可能引发统计偏倚。

4.3  其他局限 还有研究表明应考虑一些其他的潜在风险

和条件。例如心理学上的霍桑效应，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

行为通过智能手机或其他数字设备被持续监测时，可能会

刻意改变其行为模式，从而导致数据失真[37]。TOMIČIĆ 等[42]

报告未来研究中的方法学问题，例如疾病边界重构的争议，

以及由于技术和营销策略的快速发展导致的语义标准化挑

战等。此外，LI 等[43]提出了该技术在经济效益评估层面的

文献尚有限，需要进一步数据研究。

5 总结与展望

相比于传统的临床调查和试验等，数字表型具有能够

更高频和客观地收集和反映患者日常生活的数据的优点，

数据量大，能为表型特征提供前所未有的广度和精度。目

前，神经外科领域中数字表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脊髓脊柱

方向，而其他亚专业的报道较少，该技术在神经外科领域的

应用有巨大的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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